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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提出新命题，在绩效管理的诸多构成要素中，绩效反馈环节与人

工智能的接洽与优化，是我们共同的重要议题。本文以人工智能绩效反馈助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媒

电商行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了“专家”与“伙伴”两种社会角色在工作情景下，员工任务类

型对人机信任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表明：(1)“专家”型智能反馈助手对于客观任务而言，增强人机

信任感的作用更大，从而促进员工接受反馈意见。(2) “伙伴”型智能反馈助手对于主观任务而言，增

强人机信任感的作用更大，从而促进员工接受反馈意见。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企业接入AI绩效助

手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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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ra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search. 
Among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e integ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a crucial topic for our collective discussion. 
This paper takes AI-based performance feedback assistant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nducted among employees in the social media e-commerce industry, it com-
pares and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loyee task types on human-machine trust in the 
context of work, focusing on two social roles: “expert” and “partner”.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For objective tasks, “expert” type intelligent feedback assistant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enhancing human-machine trust, thereby facilitating employees’ acceptance of feedback. (2) For 
subjective tasks, “partner” type intelligent feedback assistants have a stronger effect on enhancing 
human-machine trust, thus promoting employees’ acceptance of feedback. Based on these conclu-
s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integrate AI-based performance 
assi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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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当下，AI 已经是企业员工工作场景中常用的工具，在人力资源方面也是如

此。AI 凭借自身快速的响应能力和计算能力，在工作中表现出强大的客观性、高效性优势，逐渐成为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工具。但 AI 除了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之外，却也常常被人认为是冰冷的、无

感情的，员工因此对 AI 产生了不信任感。同时，绩效反馈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它可以赋能员

工的职业成长，优化组织效能，因此针对 AI 对绩效反馈接受意愿的影响边界条件是重要的。 
此前作者发表于本刊的研究以社媒电商行业员工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人工智能社会角色为自变量，

人机信任为中介变量，员工绩效反馈接受意愿为因变量的研究模型。其核心结论在于，AI 绩效反馈助手

通过塑造不同的社会角色影响人机信任感，从而影响员工对 AI 给出的绩效反馈接受程度。具体而言，伙

伴型智能助手凭借非正式的互动模式与平易近人的沟通风格，更能获得员工的信任，建立更高的人机信

任度。而专家型智能助手因正式的语言风格，在情感建立上相对弱势，所以员工的接受意愿更低。人机

信任在角色与接受意愿之间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尽管角色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通过人机信任，两

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显著[1]。该研究为人工智能在社媒电商行业的优化路径提供了新视角，拓宽了人机互

动理论在绩效反馈领域的应用范围。 
尽管前作已清晰解释了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影响员工接受意愿的中介机制，但与此同时，不同任务

类型也存在于职场环境中：比如存在客观任务或者主观任务的区分，他们在 AI 对员工接受意愿的过程中

又发挥着什么作用。基于以上缺口，本研究引入员工任务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

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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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2.1. 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对绩效反馈接受度的影响 

已经有多位学者强调了人工智能社会维度的重要性，指出即使用户已经意识到他们在于机器人互动，

他们依旧会下意识地使用与人交往的方式与机器人进行沟通，这一结果与媒介等同理论是非常相符合的

[2]。此外，应聘者认为，在招聘的过程中，应用人工智能会加大他们的担忧，比如可能会放大偏见，难

以保证竞聘的公平性[3]。这对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人工智能，尤其是在绩效管理中，带来了信任挑战。

研究发现，通过外观[4]、声音[5]、动作[6]、心理能力[7]等不同层次的拟人化技术的应用，能一定程度降

低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机。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与“工程师型”的数字设备相比，“朋友型”更有可能让用户对品牌产生温暖

感[8]，并且拟人化产品更能驱动消费者做出消费行为[9]。后续研究人员的实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拟人化

程度(类人型 vs.机械型)与社会角色(仆人角色 vs.顾问角色)均显著影响人机情感依恋[10]。 
本研究基于“朋友型”与“仆人型”角色的现有区分，参考前人学者的智能语音设计框架[11]，设计

了正式–非正式两种沟通模式，为适应社媒电商的职业场景，设计了“伙伴型”和“专家型”两种社会

角色。 

2.2. 人机信任感的中介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具备了功能性特质与拟人化特征[12]，现有研究表明，亲和的朋友型聊天机器人能

够提升人机沟通过程中的愉悦感与亲近感，进而加强了用户对聊天机器人的情感依恋[8]，拟人化智能助

手对建立信任有较大毗益[13]。 
作者在前作开展的实证研究中，已经证实了人机信任感的中介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被赋予不同社

会角色的人工智能绩效助手，会通过影响人机信任水平，进而作用于员工对智能工具所提供绩效反馈的

接受意愿。更确切地说，在社媒电商行业从业者群体中，伙伴型人工智能绩效助手在增强员工对智能工

具信任度方面效果更为显著，从而大幅提升员工对绩效反馈建议的接纳程度[1]。 

2.3. 有调节的中介 

客观型任务靠的是逻辑、讲求规则的操作分析，而主观任务更靠感觉、情感和经验[14]。格利克森和

伍利(2020 年)明确，任务特征可预测认知信任，拟人化则可预测对人工智能的情感信任[15]，这为理解人

机信任关系提供了关键切入点。任务类型对信息检索行为存在显著作用，Vuong 等人的研究表明，用户

在执行创造型任务时投入时间更多[16]。此外，学者指出，使用者的资讯检索策略与模式在执行不同的任

务时会出现显著差异。比如在执行事实型任务、解释型任务和探索型任务时，使用者会采取不同方法[17]。
由此可见，任务类型会影响用户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性。 

在探讨人工智能决策和反馈对个体影响的研究中发现，任务类型在个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上有

着重要的影响[18]。Yeomans 等人(2019)发现，在预测笑话趣味性的任务中，参与者对算法的依赖程度低

于人类[19]，而 Logg 等人(2019)研究发现，在数字任务中，与人类相比，参与者更依赖算法[18]。人工智

能在执行不同任务时，对人机信任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Castelo 等学者(2019)研究发现，AI 多数情况被

认为是缺乏情感的机器，因此执行主观任务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算法的信任会减少；而对客观任务，用

户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度会更高[20]。 
拟人化的社交机器人能够通过情感互动增强用户的信任感，进而提高用户对其建议的接受度。这些

发现表明，依托于使用算法的任务类型和任务感知的方式，用户对人工智能的信任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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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型 AI 助手能减少使用人员对 AI 的戒备与反抗，拉近与使用人员的情感联结。而专家型 AI 助
手以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指导性人格作用于使用者，更强调给出权威的建议。因此在涉及情感或者感官的

主观任务，伙伴型 AI 更能取得员工信任。相反，针对需要专业知识或需要计算能力的客观任务，专家型

AI 更能取得员工信任。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前作的基础上，引入员工任务类型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展

开研究，具体如下： 
H1：在 AI 影响人机信任感的过程中，职场员工的任务类型是有调节作用的。 
H1a：“专家”型智能反馈助手对于客观任务而言，增强人机信任感的作用更大，从而促进员工接受

反馈意见。 

H1b：“伙伴”型智能反馈助手对于主观任务而言，增强人机信任感的作用更大，从而促进员工接受

反馈意见。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1. 实验设计与流程 

作者通过实证分析已经证明了，人机信任感在 AI 绩效助手的社会角色在影响员工接受意愿的路径中

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实验重在研究员工任务类型对人机信任感的调节作用，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 
实验采用了视频形式模拟员工与 AI 助手的互动场景，两种类型的 AI 助手分别被命名为“专家型”

的“林顿”与“伙伴型”的“启明”，研究者根据日常办公场景设计脚本，借助阿里云平台制作语音素

材，制作人机互动视频。 
本研究在见数平台共招募了 240 名参与者，均从事社媒电商工作，且均具有使用 AI 绩效反馈助手的

经验。主观任务与客观任务分别为客服和广告投放师，该设计已在前作的前测实验得到验证[1]。实验采

用双因素组间设计，包含 “伙伴型”vs“专家型”*员工任务类型(主观任务 vs 客观任务)两组。“伙伴

型”角色设定为非正式关系，作为支持员工的信息来源于同行者，其交往的风格轻松，类似朋友间的聊

天方式。为更适应职场环境，专家型角色则代替仆人型角色，对话中使用正式用词。被试被随机分配至

伙伴型–广告投放师组、伙伴型–客服组、专家型–广告投放师组和专家型–客服组四个组。 
各组被试观开对应的 AI 助手互动视频，被试作为主人公，以第一视角与自己的语音助手互动。观看

后按序填写包含筛选问题、人机信任(Hyusen, 2023 [21]；Hu 和 Peng, 2021 [22])、绩效反馈接受意愿(吴继

飞，2020 [23])和人口统计信息四个模块。如表 1 所示，人机信任量表包含功能信任与类人信任两个维度，

共计 9 个题项。 
 

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表 1. 测量量表 

变量 名称 题目 

因变量 绩效反馈接受意愿 

我愿意采纳 AI 助手提出的绩效改善建议 

我认可 AI 助手的分析结论 

我愿意按照 AI 助手的反馈提升绩效 

中介变量 人机信任感 
AI 助手提供的的反馈对我完成绩效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AI 助手在此领域的是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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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I 助手在与我的互动中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 

AI 助手是为了协助我完成工作，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 

AI 助手能体察到我的情绪而改变沟通方式 

当我提出请求，我的智能助手会竭力提供帮助 

AI 助手以提供准确信息为原则 

AI 助手在与我互动时是诚实的 

智能助手是真诚的 

3.2. 统计分析 

3.2.1. 主效应检验 
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 196 份，其中“伙伴型–广告投放师组”50 人、“伙伴型–客服组”51

人、“专家型–广告投放师组”48 人、“专家型–客服组”47 人。 
量表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7，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并且

通过满意度测量排除了 AI 助手名称可能带来的干扰(M 伙伴型 = 6.09，SD = 0.78；M 专家型 = 6.04，SD = 0.48；
t = 1.021，p = 0.17 > 0.05)。 

在本文再次对 AI 绩效助手社会角色对员工接受意愿的主效应路径作出检验，实验结果表明：“伙伴”

组被试的反馈建议接受意愿程度显著高于“专家”组被试(M 伙伴型 = 5.71，SD = 0.86； M 专家型 = 5.34，SD 
= 0.82；t = 2.214，p < 0.05)，主效应再次得到验证。 

3.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机信任感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借鉴了 Preacher 和 Hayes (2007) [24]以及 Hayes (2013) [25]提出的 Bootstrap 检验法，再次检验

了角色类型(“林顿”与“启明”)对反馈接受意愿的影响机制。 
如表 2 数据所示，角色类型对接受意愿的总效应值为 0.347，且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161, 0.545]，

不包含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将人机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后，角色类型对接受意愿的直接影响

不显著(效应值 = 0.151，置信区间[−0.089, 0.453]包含零)，而通过人机信任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 = 0.235，
置信区间[0.067, 0.341]不包含零)。 

综上所述，尽管角色类型对接受意愿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能通过提升人机信任感，从而间接地提

高绩效反馈接受意愿。因此，人机信任感的中介作用再次得到验证。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utility of human machine trust 
表 2. 人机信任的中介效用分析 

效应 效应 Effect 95%执行区间 结果 

总效应 0.347 [0.161, 0.545] 显著 

直接效应 0.151 [−0.089, 0.453] 不显著 

间接效应 0.235 [0.067, 0.341] 显著 

3.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员工任务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采用 Process 模型 7，设定 5000 次抽样估计。在研究模型中，自变

量为 AI 助手的社会角色，具体地，专家型赋值为 0，伙伴型赋值为 1；本研究中员工的绩效反馈接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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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为因变量；人机信任感为中介变量；员工任务类型(客观型任务 = 1，主观型任务 = 0)作为调节变量；

同时，性别、年龄、学历等因素被作为控制变量。根据表 3 的结果，模型 1 表明 AI 绩效助手的社会角色

和员工任务类型在预测人机信任感方面作用显著，这说明员工任务类型在 AI 绩效助手社会角色影响人机

信任感的过程中发挥了调节作用，支持了假设 1。模型 2 进一步表明，智能助手社会角色与员工任务类型

的交互作用通过信任感对反馈接受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Table 3. The task type involves the testing of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here the variable is a moderator 
表 3. 任务类型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预测变量 
模型 1：信任感 模型 2：推荐接受意愿 

b se t b se t 

常数项 5.65 0.17 324.35*** 2.66 0.51 5.27*** 

社会角色 0.24 0.14 6.95*** −0.16 0.11 −2.39*** 

员工任务类型 −0.13 0.13 −3.96***    

社会角色*员 −1.10 0.15 −15.81***    

工任务类型    0.56 0.12 6.20*** 

R2 0.62 0.17 

F 104.57 19.29 

注：*p < 0.05，**p < 0.01，***p < 0.001。 

 
通过对 196 名样本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任务类型对 AI 助手角色与绩效反馈接受意

愿之间的中介路径存在显著调节作用。根据表 4 结果，在客观任务条件下，角色通过人机信任对接受意

愿产生正向中介效应(效应值 = 0.441，95% CI [0.301, 0.577])；而在主观任务条件下，该中介效应则呈负

向(效应值 = −0.172，95% CI [−0.248, −0.103])。调节中介效应的指数为−0.612 (95% CI [−0.804, −0.421])，
说明调节作用显著。同时，控制人机信任后，AI 助手角色对接受意愿的直接效应为−0.161 (95% CI [−0.300, 
−0.022])，亦显著，即整体结果支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成立。 

 
Table 4. Analysis resul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效应值 SD LLCL (95%) ULCL (95%) Index SD LLCL (95%) ULCL (95%) 

客观任务 人机信任 0.441 0.069 0.301 0.577 
−0.612 0.097 −0.804 −0.421 

主观任务 人机信任 −0.172 0.037 −0.248 −0.103 

直接效应  −0.161 0.071 −0.300 −0.022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研究总结与建议 

本实验通过员工任务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员工任务类型对不同社会角色的 AI 助手的绩效反馈

影响力有不同影响。具体表现为，对于客观任务，“专家”智能反馈体系更能提升人机信任感，从而提

升员工绩效；而对于主观任务，“伙伴型”智能反馈体系更能提升人机信任感，从而提升员工绩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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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专家型”AI 助手虽在仁慈和诚实上逊于“伙伴型”,但在应对客观任务时，“专家型”AI
助手展现出功能优势，功能信任对接受意愿的总影响大于类人信任，适应了员工的需求。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做出相应的管理启示。首先，在设计 AI 绩效助手时应根据不同任务场景赋予其

不同的社会角色特征，以更好地契合员工需求、提升人机信任感及最终的绩效表现，使 AI 产品在功能实

现的同时更符合组织管理与员工心理层面的要求。 
其次，不同社会角色的 AI 绩效助手对不同的任务类型赋能效果不同。因此在 AI 绩效助手嵌入到日

常绩效反馈工作流程中，应根据任务性质选择合适的 AI 角色来加强员工的接受意愿，改善“用户壁垒”，

即员工对 AI 助手的拒绝和回避，保障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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